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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会”共同在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
全民动员和治理成长

刘 佳

摘 要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引发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对我国治理现代化的一次

巨大考验，动员式治理成为全社会共同应对突发性公共危机的必要手段之一。“国家—社会”
的共同在场形成了全民动员、系统协同的整体动员机制，促进了经济资源、情感道德资源、专

业智力资源和全社会志愿力资源的快速集聚。“共同在场”的治理逻辑以“人类命运共同体”

思想引发世界共识、通过“网络化 +网格化”双网协同优化基层共建格局、构建“以人民为中
心”为本质要求的系统性动员模式，实现国家治理结构优化和治理能力成长，形成“国家—社
会”共同在场的中国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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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春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引发全国范围的
重特大公共卫生事件，一场“众志成城 抗击疫情”的社会动员令从超过 900 万人口的特大城市武汉传至
全国所有的乡村社区，一场全民性抗击疫情的国家保卫战全面打响。新冠肺炎疫情表现出突然性、破坏

性、纵深性、高破坏、高消耗等特征，其发生以及应对是对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次巨大考验，“国家以

何种力度在场”“社会以何种方式在场”，成为学界反思治理理论的焦点问题。创新重特大公共卫生事件

背景下的动员模式和资源供给机制，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命题。

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促进治理结构转向“国家—社会”共同在场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贯穿在东西方政治哲学解析和公共生活建构全过程的复杂命题。区别于西方

语境下将国家和市民社会高度抽象的“国家—社会”二元论，我国从先秦时期就在宗法血亲礼制中形成
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家国一体”的治理传统。在涉及国家—政府与民间社会的关系时，“齐家”与“治国”
共同融合的文化传统也引导着士子们坚持“家国同构、家国一体”的政治理想，中国文化中个体成员之间

的“亲缘性”较之于“公民性”也更为发达，始终没有将一个相对独立的民间社会作为中国社会的历史选

择。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强国家”在高度组织化的政党组织体系推动下，解决了积贫积弱、一穷二
白的现实难题，强大而有力的“全域”式管理保证了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
济体制的建立迫切需要社会释放巨大的生机和活力，“强社会”的呼唤成为政府转变职能、简政放权的治

理转型驱动力，国家和社会实现了适度分离。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剧烈的社会变革加剧了全球化风险，
这些挑战中蕴含的矛盾早已不是传统社会中的“纯粹问题”，而是在高度复杂和不确定性条件下生成的

“复杂问题”。传统治理模式已然无法满足现实治理的要求，进行治理改革和创新迫在眉睫 [1]（P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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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党的十四大到十八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创新逐步建立起宏观社会治理基础性制度和

微观社会治理运行机制，但“国家—社会”关系中始终存在着控制和反抗之间的此消彼长，制度实践中对
我国深厚文化传统一鳞半爪式的解读和对西方市民社会模式的照搬，也造成了“全能国家退场”和“全能

社会进场”漫长的拉锯式论战，出现了围绕公共卫生、健康、教育、扶贫、环保等公共议题产生的社会治

理鸿沟。“在‘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的新时代，‘在场性’地准确认识和把握国家治理体系的重构，需要

直面国家秩序碎片化的衍生风险和整合乏力。通过执政党组织主导的权威再组织化和整全性渗入优化，

凭借导入社会矛盾的新判断、发展建设的新规划等新向度选择，来持续促进国家秩序图景的新形塑。”[2]

互联网的普及以及网络社会的兴起带动了广泛的社会动力，基于网络社会的政治参与形态对国家

权力提出了新的挑战，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形态伴随着“数字民主”再次被重塑。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之后开始实行的社区网格化管理，则是力图将街道、社区、网格等区域范围变成“行政细胞”的基本

单位，基层干部在压力型体制中扮演着“国家代理人”的角色，以动员—命令模式作为解决经济增长和社
会稳定的主要手段，谨慎维系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有序平衡。2017 年，党的十九大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
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努力形成社会治理人人参与、人人尽责的良好局面。国

家力量自上而下地进一步在城乡街道社区渗透，下沉至人们的日常生活，将公共政策意图传递到社会的

“神经末梢”——家庭和社会。社会力量能否获得更多的专业性培育和合法性支持来回应国家力量的“共
同在场”需要，还需要在具体的实践场域中探索具有典型中国特色的解决方案。2020 年春季突发的新冠
肺炎疫情急速推进了深化治理改革的进程，“国家—社会”共同在场的治理格局成为抗击疫情的当然选
择，“国家在社会中”与“社会在国家中”相互交织，促成了“国家—社会”关系的又一次重新构建。
“国家—社会”共同在场是集中力量抗击疫情的治理逻辑。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是治理主体之间关系

的重构和优化，体现了改革实践的治理现代性色彩。为了取得抗击疫情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的

全面胜利，需要突破思想认识障碍和各种局部利益的束缚，以全体国民为保护对象、以全面动员为主要

手段，形成超阶级、超政党、超民族的最广泛的集体行动，凝聚全体国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调动一切可以

调动的战略储备和生产生活物资，以全民抗“疫”为共同目标，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国家—社会”共同在场是国家权威和社会参与的相互嵌入。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唯有在强有力
的国家支配和调控下，不同社会力量动员集聚的慈善资源才能更好地得到合法化承认，实现精准投放、

精准对接。然而，短时间内高强度地贯彻落实政治指令也会造成社会治理过程中权责不清和自我免责化

倾向，国家也要在动员过程中适时依法启动问责、追责，规范公共权力的边界和秩序。同时，社会组织也

需要在强调情感粘合的基础上提高组织化水平和与政府对话的能力，在建设公信力、提升资源动员能力

的同时更要关注制度环境的建设，服从或服务于国家需要，才能消弭官办还是民办的身份区隔，实现一

种共享共进的相对平衡状态，构建一个既相互嵌入又彼此信任的稳定结构。

“国家—社会”共同在场是全民动员、合作共治的中国样本。“国家和其他社会形式的相互作用是一
个持续变化的过程。国家不是固定不变的实体，社会也不是。它们共同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改变各自的

结构、目标、规则以及社会控制。它们是持续相影响的。”[3]（P82）经过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全民战争的
洗礼，政府和社会在协商合作、协同共治的全民行动中逐步消解了关于结构的强弱之争，最大可能地发

挥着各自的制度和行动优势，在剧烈的公共危机应对中消除国家机构与社会组织之间的结构性隔离，彼

此重视作为治理主体的合作可能，成为世界各国在应对疫情时可借鉴的中国样本。

二、动员式治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治理体系的“国家—社会”共同在场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动员式治理，是为解除突发公共卫生危机，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发动、组织

工作使广大民众形成或改变一定的价值观念、生活习惯、生活态度和期望，使其产生持续性的服从国家

统一指令或其他预期行为的治理模式。动员式治理具有全民性、紧急性、强制性、整体性和密集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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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将疫情防控要求上升为国家意志，以法律手段为主调节国家、地方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最大可能

地运用有效的动员手段进行深度的社会治理整合。

（一）国家力量延伸向社会：彰显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能够围绕共同的目标，集中各方面力量，调动各方面

资源，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条心，高效有力地办成一件件大事，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

系的鲜明特点和显著优势。”[4]（P29）动员式治理既不同于自上而下暴风骤雨式的运动式治理，也不简
单等同于依托科层结构的政治性动员或依托军事力量的国防性动员，它超越了“国家—社会”的二元结
构，可以在短时期内集聚较强的政府行政和民间慈善力量来共同应对巨大的公共卫生与安全危机。

动员式治理在中国具有较长的实践历史，它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一种重要治理手

段。作为一个有着深厚动员传统的国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动员在革命战争年代发挥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群众路线成为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战时动员的全民性和广泛性成为政权建立最坚强的

物质保障和信心保证。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党的建设和社会组织化进一步深化，动员型政治结构逐渐

稳定并且成熟，在解决一系列党政重大部署和重大民生关切的问题，如改革开放、反腐败、扶贫攻坚、生

态治理、区域战略上，都表现出反应快速、组织高效、靶向精准、系统协同的制度优势和行动价值。进入

21 世纪以来，在 2003 年“非典”、2008 年南方雪灾、2008 年汶川地震、2009 年“甲流”、2010 年玉树地震、
2010 年舟曲山洪泥石流灾害等一系列公共危机事件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动员表现出了“集中
力量办大事”的巨大制度优势。党和政府在国家动员中始终处于主体和领导地位, 并在历次应对危机事
件时都充分有效地发挥了在凝聚人心、调动物资方面的巨大优势，对协调多方面的社会关系、维护党和

国家的权威性及合法性等方面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2013 年 4 月 20 日四川芦山发生 7 级地震，四川
省在救灾体制中第一次嵌入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动员机制，组成了实体的“省市抗震救灾志

愿者与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即雅安中心）。经过多次灾难的洗礼，广泛的社会动员获得了政府的支持，

引导民众对国家意志的接纳和认同，促进慈善资源集聚的公众参与机制已经逐步形成。

（二）社会力量响应国家动员：提高体制统合和行动协同

大规模的社会动员和最广泛的社会参与机制作为动员式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动员的

重要补充形式，也是克服疫情蔓延、物质匮乏、社会恐慌，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重要措施，推动着国

家和社会之间建立灵活互动关系的现代化进程。2020 年 1 月 20 日，民政部发文动员慈善力量依法有
序参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以慈善资源集聚为主的资源集中与配置模式成为全社会公民参与疫情

防控的主要形式载体。各地区的疫情防控形势在“国家强力进场”之后得到极大缓解，但巨大风险带来

的复杂性和多元化对社会救助表现出多样化的需求。

社会动员既可以调动个人的参与积极性, 又会刺激个人的参与期待，被动员起来的个体对公共安全
事件的参与要求快速增加，比如信息披露的速度、捐赠数据的透明、资源配置的公平等，一旦社会动员募

集的资源作用发挥低于人们的预期，就会导致个人的受挫感。同时，民众强烈的参与要求没有得到及时

的回应也会引起公众对政府的不满。社会动员在激发公众参与的责任感等积极情感的同时，也会唤起人

们担心、紧张、悲伤等高消极情绪和不愉快情绪。动员过度容易激发舆论的情绪化，形成非理性激进和信

息异化，各种谣言增加了疫情治理的成本，社会动荡的可能性也会增强。“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

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 自身还没
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 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
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 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5]

（P4）因此，国家一方面要发展社会动员调动全民参与力量，另一方面又要注意掌握社会动员的尺度，要
适时、适度、循序渐进地进行社会动员，避免政府与社会管理部门之间因管理职权的交叉和重复而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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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应对效率的低下。

三、慈善资源集聚展现治理效能和参与动能保障中的“国家—社会”共同在场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如何通过“国家—社会”系统动员慈善力量提供数量更多、质量更优的物资资
源，如何将民间的慈善资源迅速集聚，由国家发挥治理效能进行资源配置，如何引导更多社会组织把

对广大群众的关注之心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慈善之举，成为动员式治理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贝克尔认

为，“如果将时间与产品转移给没有利益关系的人或组织，那么，这种行为就被称为‘慈善’或‘博’”[6]

（P321）。重特大公共危机事件中的慈善行为是通过组织化的途径自愿向他人或社会提供无偿救济与援
助的行为。它不同于国家动员的强制性支援手段，是国家治理不可或缺的风险化解机制，是完善国家治

理体系和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性手段。

公共卫生安全危机事件中的慈善资源包括四大类，一是为解决疫情造成的资金物资短缺而捐赠的

经济资源，如慈善捐款、卫生药品、医疗器材、生活资料等；二是缓解疫情造成的社会焦虑所需要的情感

和道德资源，如道德感召、情感抚慰、人际信任等；三是提高全民疫情认知的专业化智力资源，如科学研

究、专家咨询、在线课程等；四是协助基层防疫服务的志愿力资源，如志愿参与体温测量、人员排查、物资

运输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等。最大程度地动员从经济层面到志愿服务层面的潜在慈善资源，是我国

社会治理的效能反应。在疫情防控的战时状态中，为实现慈善资源集聚的规模最大化和作用最优化，“国

家—社会”系统动员模式走向前台，共同发起具有全民集体行动特征的战时动员策略。
（一）有效激发抗击疫情所需经济资源的高效配置和储备潜力

新冠肺炎疫情出现时，国家政府对疫区的资源动员，尤其是医疗用品和日常生活必需品全部实行军

事化管理，集中动员全国范围内的战略储备以满足疫情防控和人民日常生活需要。党和政府具有强有力

的资源汲取和动员能力，通过各层级体制动员和社会动员的“双层动员机制”，开展了包括卫生人员、药

品器材、交通运输、卫生机构、卫生财力、卫生信息在内的立体化全方位动员。仅十余个昼夜, 湖北武汉
火神山、雷神山、多间方舱医院接连建设完工，4 万医护人员驰援武汉。然而，随着疫情的蔓延和企业复
工生产的困难，手术衣、护目镜、口罩、消毒水、体温枪等医疗紧缺物资以及居民生活资料纷纷告急。如何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实现快速的秩序稳定是应对疫情面临的现实问题。因此，国家治理的结构选择既是

过往组织体系有效性的延展与应用，同时又要能够对新的秩序安排和制度建构形成核心支撑，从而缓释

资源有限性与快速建政后的可治理性之间的矛盾问题。因此，动员方向的转移与国家治理重心的转换在

一定程度上具有同步性，形成了特定的政治构架与政治景观 [2]。在重大公共安全事件中，国家战略任务

的部署、落实单靠政府部门很难完成，国家为主体的动员模式容易导致基层政府在巨大政治权威压迫之

下对物资资源集聚的“粗暴征用”和“配置滞后”，通过大规模社会动员集聚各种力量参与危机治理已经

成为迫在眉睫的解决方案。“中国社会动员正在表现出由‘组织化动员’向‘准组织化动员’的变迁。前者

是国家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组织化动员，后者是社会化的动员方式逐渐发挥重要作用”[7]（P67，99）。
截至 2020 年 2 月 24 日，各级财政累计下达 1008.7 亿元，统筹用于疫情防控，坚决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用于医疗救治、疫情防控所需设备和防控物资采购等 [8]。截至 2020 年 2 月 26 日，中国慈善联
合会统计全国用于此次疫情防控工作的慈善捐赠共计约 257 亿元 [9]。从金额比例来看，应急管理机制

高度组织化动员和准组织化动员共同作用的物质资源集聚模式已经形成。

（二）有效凝聚抗击疫情所需的情感道德资源和精神动力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后，全国范围内的强制管控措施造成了民众的不安、焦虑甚至群体性恐慌，城

市交通和社会交往的封闭、断裂进一步加剧了人们的无助感和不满情绪，使人们对现存状况感到日益失

落和厌倦，产生了挫折感和愤懑。传播者、围观者在快速应对时很可能处于无理性状态，相互间的感染

和“煽情”在短时间内调动起高昂的情绪，不断刺激和激化内心的负性情感。与情感安全感缺失相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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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道德安全感，伴随着疫情防控的强制性要求，人们会对违反道德者表达愤怒和厌恶，比如对疫情中

官员渎职或不作为的行为，药店哄抬价格的投机行为，对疑似患者不服从隔离安排的抗拒行为，在网络

上形成谩骂和围攻之势，从而产生群体性的道德愤怒，加剧了群体性情绪感染和公众整体性的道德不安

全感，造成舆情发酵和自媒体传播。

曼海姆的社会重建情感理论认为，人类道德能力的发展远不及其对自然控制能力的发展速度。因

此，非理性情感因素的爆发与当代先进科学技术相结合就会成为一颗时刻危害社会稳定的定时炸弹。“如

果理性的社会控制和个人对自身冲动的驾驳没有与技术的发展保持同步, 那么当代社会的秩序必然要
崩塌”[10]（P35）。因此，一旦遇到突发危机事件，民众的非理性因素就统治了思维意识，成为社会生活狭
窄的宣泄途径。因此，他提出必须对非理性进行理性的控制计划，通过教育、民主来重建一种理性与情

感相协调的社会 [10]（P255-256）。灾害和危机是对社会情感道德文明状况的最好检验，社会动员有助于
从公众的日常生活中挖掘情感和道德资源。贾斯伯提出过多种与社会运动相关的情感，如爱、恨、信任、

尊敬、忠诚、愤怒、悲伤、羞耻，认为社会动员的组织者应该懂得激发积极情感因素对运动参与的影响，这

样才能积极调动有利于动员、克服不利于动员的要素 [11]（P397-424）。吉登斯提出了抵御焦虑的“情感
疫苗”，认为“这是一种保护, 以抗拒未来的威胁和危险的, 这种保护使得个体在面对让人消沉的境遇时
还能保有希望和勇气”[12]（P44）。

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公众情感和道德资源是动员式治理的强大精神动力，国家通过调动“众志成城

抗击疫情”的共同情感，加强对广泛社会群体的吸纳、团结和领导作用。情感和道德感召中的媒介报道、

感人故事、音乐、漫画海报、患者或医疗工作者口述史等都能够唤起公众的积极情绪，舆论领袖和具有公

信力的媒体在发声的互动过程中，很多情感感染和道德共识会逐渐趋于一致并达成认同。道德正义建构

的网络公共话语会形成话语性支持力量，可以培养公众的安全性情感、互助性情感和文明性情感以及道

德向善力、引导力、纠正力，从而促成团结一心、抗击疫情的集体共识和集体行动。

（三）有效提供抗击疫情所需的智力资源和知识社群支持

作为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从疫情爆发到社会秩序的恢复会经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疫情解除之后

社会秩序会步入一个恢复和重构的阶段，社会信心和群体信任的恢复也需要长期投入更多的教育力量

和智力扶助，包括全民的公共卫生素养、医学科学素养、法律法规素养的普及教育，公民责任权利、担当

合作能力的素养和城市危机应对、治理能力的普遍提升。2020 年 1 月 31 日，中国科协联合 30 多家全
国专业学会发出倡议，呼吁广大科技工作者联合起来，采取多种方式有针对性地开展科学辟谣，引导公

众传播真知，坚定全社会的抗疫信心。同时，全社会积极开展心理疏导和心理咨询服务，减少公众的焦虑

和社会的恐慌、失序，动员专业学会、科研机构和大学开发传播“空中课堂”等在线教育课程，为中小学生

“停课不停学”提供更丰富的学习资源。北京幸福公益基金会联合各高校及心理学会推出的“心系武汉”

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心理援助项目。由广大心理专业人员开通的心理援助热线也在为医护人员、

新冠肺炎患者及家属、公安干警及安保人员提供心理支持服务。疫情发生之后，全国范围内的大中小学

全面停课，在教育部“停课不停学”的社会动员之下，大批高校和中小学教师以及辅导机构通过推动线上

课程，帮助学生正常地进行知识学习，大量专业化公益课程活跃在各个“空中课堂”。

社会团体在提供具有专业知识的社会支持方面有着充足的智力资源储备。这些自愿响应型的学术

或专业团体成员，一般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强烈的志愿精神、高度的参与热情、积极的思想觉悟和必要

的空闲时间。随着网络的发展, 知识分子的民间非正式合作也日益活跃，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在网络上
组成虚拟知识社群，为广大民众提供更直接的知识交流平台，更好地满足民众对抗击疫情的知识需求。

同时，各知识社群可以更快捷地将科学知识和观念在社群成员中进行推广与传播，进而有效提高知识共

享的质效，引导广大民众确立正确的、科学的、健康的、理性的科学认知方式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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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效保障抗击疫情所需的志愿力资源及其参与机会

志愿力是指个人克服障碍和困难，去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的能力和意愿，它包含意愿（包括动机）、能

力（包括相关技术和自我效能）、空闲度（包括必需的空闲时间）[13]（P36-54）。应对疫情的志愿力资源
指一切拥有充分参与意愿、必要技术能力以及灵活性空余时间的并向他人、公众或社会提供志愿服务的

社会成员，具有志愿性、无偿性、自主性、灵活性等特点。疫情爆发推迟了全国高校开学，大量返乡大学

生融入疫情防控一线和广大城乡社区，成为缓解疫情防控人力资源紧缺困境的重要支持力量。以贵州省

为例，截至 2020 年 2 月 3 日，全省共招募志愿者 12907 名，在各级党委政府统筹调度下根据属地管理
原则开展服务，参与到医护一线、防控排查、后勤保障、便民服务、心理疏导等防疫工作中 [14]。

重特大公共安全事件发生的过程中，控制人口流动成为最重要且最有效的措施，而乡村社区由于人

口分散、流动性大成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的主战场、最前端。由于地域、文化风俗和生活习惯、信息

素养现状等因素，很多农村居民尤其是老年人不能理解“戴口罩、勤洗手、不聚会、不外出”等要求，导致

基层工作难度大、效果慢。各城乡社区在已有村（社区）党员志愿服务队、应急抢险突击队、治安联防巡

逻队、疫情防控宣传队、文明行为劝导队等基础上，把社区网格员、楼长、楼栋单元小组长及党员、公益组

织负责人、保安保洁员等编入志愿者队伍，组成社区防疫共同体，壮大工作力量，形成专兼结合、联防联

控、群防群治的工作格局。妇联系统、共青团系统、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教育系统积极链接社会资源，协

助开展资金募集和防控措施制定，宣传疫情防护知识，提供困难救助、心理疏导、关系调试、危机干预等

支持性服务。广大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挨家挨户入户排查，走村串户动员宣传，设置劝返点、流动宣传

车，运用绕口令、说快板、唱戏曲等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化传播方式进行劝诫、解释、说服，提高群众对公

共卫生健康的基础认知，对文化水平较低、媒体运用能力较弱的群体产生更有效的价值，也极大提高了

城乡居民公共医疗卫生常识的普及程度。“志愿性资源是一种分散在社会成员之中、游离于公域和商域

之外的非结构性资源，若没有适当的管道和组织，它往往仅是潜在的而非现实的资源，或不能最有效地

发挥作用。志愿组织提供了一种整合分散的社会资源机制，开创了一种非权力的（相对于政府的公共权

力和市场的资本权力）资源配置方式”[15]（P60）。

四、“国家—社会”共同在场的治理优势引领世界共识和促进治理成长

2020 年 1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各族人民发出动员令：“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按照党中央
决策部署，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加强工作，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把疫情防

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16]社会治理结构创新的关键在“国家—社会”关系的合理调整，缓
解甚至消除两者间的冲突成为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重要前提。疫情防控越是最吃劲的时候，越要告别

单一主体治理时代“政府失灵”的焦虑和“全能社会”的喧嚣，要从结构视角审视政府与社会力量关系定

位的重塑，使两者之间的力量较量发展为更有效的协商合作关系，开创“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新高度。

（一）命运共同体引发“共同在场”的世界共识

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的共同体、个人与国家的共同体、中国与世界的共

同体意识成为疫情爆发之际团结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的集体信念和共同使命。从全国人民守望相助到

全世界人民同仇敌忾，多重特征的复杂共同体表现出超越地域、文化、习俗而凝聚成的共同情感、信念和

价值观。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和中国经济对全球的影响，加剧了共同体成员间的差异性、冲突性甚至斗争

性，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制度的国家联合起来共同抵抗疫情，全球合作的形成表明人们开始将公共卫生

安全事件引发的全球危机作为人类发展共同面对的严峻课题。面对疫情，团结、宽容、信任、互助是维护

共同体的统一性和不可分割性的情感来源，是维护世界安全、国家稳定、民族和谐的精神支柱和文化底

色。日本陆续向中国送出医用口罩和防护服等物资，包装盒上写着“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反映出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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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的文化遗产在公共卫生事件中表现出的顽强生命力。大规模社会动员的驱动力需要凝聚价值和情

感共识，才能消除疫情传播中的冷漠、猜忌、疏离和冲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

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的“四观”思想，成为中国战胜这次突发疫情的

核心力量，也将引发战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克服公共危机风险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在场”的世界

共识。

（二）“网络化 +网格化”双网协同优化“共同在场”的基层共建格局
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现代信息技术全面释放了网络动员的巨大潜力。通过信息共享、超时空互动以及

重构集体认同的动员方式，在短时间内激发出强大的动员力，从网络的无组织化走向自组织化。新冠肺

炎疫情“早隔离、早发现、不出门、不聚会”的要求阻断了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联系，网络成为最大的资源

动员阵地。网友们会针对某特定事件构建归属感极强的网络化组织关系，行动也常常表现出高度的一致

性，如千万网友化身“云监工”在线监督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的建设，质疑湖北红十字会对 36000 个
N95 口罩的使用情况，集体悼念李文亮医生等大规模集体行动。互联网的功能不仅是传媒动员和舆论
动员，更是集体认同感的构建。共意性运动的关键在于认同感的激励，从“我”变成“我们”，社会成员以集

体的方式参与国家和政府主导的公共事务，实现社会心理的共振和共同情感的唤起。网络即时展现的疫

区现场和救助活动，激发了人们在生离死别和共同家园意识上的情感认同，与共克时艰的团结意识相结

合, 形成“众志成城 抗击疫情”的主流舆论场域。从组织行动的互动效率上看，网络化降低了全民性的

动员成本，频繁的网络互动加深了社群成员之间基于信任的稳定性联系，形成更充分的政治参与潜力和

政治行为能力。从虚拟社群的组织效率来看，网络化有助于全民监督力量跨地域联合行动，对慈善资源

的集聚和配置公平性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提高了防疫资源的分配效率。从信息资源的流通效率来看，

互联网会有效降低信息不对称，帮助部分偏远地区和贫困地区人口及时准确地获得信息资源，保障社会

治理最薄弱领域和最贫困群体的受助权益。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作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的重要革命性创新举措，社

区治理成为中国特色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重要经验。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共治、共建、共
享”的社会治理目标，“网络化 + 网格化”双网协同正在探索一种虚拟社群和现实社区的共建共治模式。
网格化管理打通了基层治理与城乡居民的“最后的一公里”，有效动员了最基层群众的参与意识和积极

性。广大城乡居民将疫情防控作为关乎公共利益的集体事务，形成自愿遵守的行为规范，通过协商合作

共同承担起与疫情相关的卫生防疫、人员登记、身份核查等工作，推动疫情防控的精细化管理。

（三）“以人民为中心”的要求促进“共同在场”的治理能力成长

“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本质要求，大规模全民动员机制的基础是治理主

体的人民性。在重特大公共安全事件中，政府动员全国人民一道寻求解决方案，实现最广泛的公众参与。

政府的合法性支持让资源集聚的社会动员成为可能，国内的重要资源通过社会动员全部集中到政府指

定的少数特定项目上，个人必须从属于政府严格管控的公共目标，社会参与也必须服从于政府的强制机

制和强力动员，公众参与在国家最严厉的资源调度面前变得更为理性且行动趋同。

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是一次全民性、全域性、全员性的人民战争，无论是“国家中心论”还是“社会中

心论”，都转向“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体系，服从服务于“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基本宗旨。政府权力的

重要职责在于用制度正义和行动正义引导培育公民责任意识和公共精神，培育其主体意识和主体精神，

促使其对国家和全人类的责任感、义务感。“国家—社会”共同在场的系统性动员式治理模式，为抗击疫
情提供坚强有力的机制保障，实现治理结构调整和治理能力成长，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提拱了宝贵的实践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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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ance and Mobilization in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From National and Social Perspectives

Liu Jia (Yangzhou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resulting from the epidemic of the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COVID-19) has posed a huge challenge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governance in China, and mobilization gov-
ernance has become one of the necessary means for the whole society to deal with this sudden public crisis.
Transcending the dual structure of “state-society” in western countries, the joint presence of “state-society” in
China has formed a cooperative framework of national mobilization and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promoting
the rapid accumulation of economic, emotional andmoral, professional and intellectual, and voluntary resources
of the whole society. The governance logic of the joint presence is to build the world consensus with the belief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all mankind”, optimize the pattern of co-construction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through “both networking and gridding” management, and construct a systematic mobilization model with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s of “taking the people as the center”. All these efforts can lead to the optimization
of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the growth of governance capacity, which have gradually formed the governance
advantages and Chinese experience of the joint presence of “state-society” framework.

Key words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state-society” relationship; SARS-CoV-2; mobilization gover-
nance; gri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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